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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人熊冲突现状与牧民态度
认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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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型哺乳动物肇事导致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恶化，报复性猎杀严重威胁到野生动物的生存。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人

熊冲突问题严重，棕熊肇事不断突破了当地牧民的容忍度，严重影响其保护的积极性，了解人熊冲突现状和牧民态度认知对于

制定和实施有效的防熊措施至关重要。 通过分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内上报的 ２９６ 起棕熊

肇事案件，同时结合半结构式访谈法对 ７１ 户牧民进行访谈，以期了解该地区人熊冲突现状和牧民对棕熊的态度认知。 研究结

果表明：（１）棕熊主要肇事类型为入侵房屋，同时也捕食少量牲畜，以绵羊和山羊为主；（２）每年 ６—８ 月为人熊冲突高发期，８—
１０ 月为案件上报高峰期；（３）年纪较小和经历过棕熊肇事的受访者对棕熊的态度更为消极；（４）多数受访者认为过去 １０ 年里棕

熊种群数量有所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新枪支政策的执行；（５）大部分受访者在防熊措施选择偏好上较为保守，认为修筑水泥墙

和找人看守是保护财产最有效的两种途径。 作者建议地方政府完善当前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制度，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人熊冲

突管理过程；提升电围栏防控技术，选择合适地点建立棕熊补饲站；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允许牧民在一定范围内合法使用防熊喷

雾；未来应加强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棕熊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
关键词：人熊冲突；入侵房屋；缓解措施；西藏棕熊；三江源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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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活动区域与野生动物活动范围在空间上发生重叠时，二者之间的冲突就在所难免［１］。 目前，地球

上每个生态系统都或多或少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野生动物栖息地质量下降和自然食源

减少，进而加剧了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特别是与大型食肉类动物之间的冲突［１⁃３］。 野生动物肇事导

致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恶化，报复性猎杀严重威胁到野生动物的生存［４⁃６］。 正确处理人与野生动物之

间的关系、建立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机制是当今保护生物学家面临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之一［７⁃８］。
在世界范围内，人类与熊科动物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像与猫科和犬科动物之间的冲突那么受到关注［９⁃１０］。

近年来，由于人熊冲突频次及造成的经济损失均呈上升趋势［１１⁃１２］，严重威胁到人类生活生产、生物多样性以

及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进而逐渐受到了各个国家的关注和重视［１３］。 人熊冲突问题是全球性难题，在青藏高原

亦是如此。 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栖息于此的西藏棕熊（Ｕｒｓｕｓ ａｒｃｔｏｓ ｐｒｕｉｎｏｓｕｓ）被视为整个青藏高原上最

危险的物种［１４⁃１５］。 西藏棕熊除了捕食牲畜以外，更多的是损坏房屋和危及人身安全［１５］。 最近几年，三江源国

家公园内人熊冲突事件日益增多［１５］，棕熊伤人给当地牧民造成了极大的心里阴影，不断突破了当地社区和牧

民的容忍度，严重影响其野生动物保护的积极性。
三江源国家公园作为亚洲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棕熊、雪豹（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ｕｎｃｉａ）、金钱豹（Ｐ． ｐａｒｄｕｓ）、藏

羚羊（Ｐａｎｔｈｏｌｏｐｓ ｈｏｄｇｓｏｎｉｉ）以及藏野驴（Ｅｑｕｕｓ ｋｉａｎｇ）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和高原野生动物迁徙

的走廊带［１６］。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共有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 ３ 个园区，总
面积为 １２．３１ 万 ｋｍ２，具体范围涉及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索加⁃曲麻河、果宗木

查、昂赛 ５ 个保护分区和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７］。 三江源地区以传统畜牧业为主，产业结构单一，经
济较为落后，野生动物肇事给三江源国家公园内部及其周边牧民的生活和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９］。 考虑到

原住民的态度和行为直接影响到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和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机制的科学构建［１８］，因此有必要

开展人熊关系社会层面的研究。 本文对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的人熊冲突现状展开了调查，了解了该地

区人熊冲突现状，分析了该地区牧民对棕熊的态度认知，探讨了人熊冲突原因及规律，并结合了国内外已有的

防熊实践和三江源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缓解对策，以期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３３°９′５″—３６°４７′５３″ Ｎ， ８９°５０′５７″—９５°１８′５１″ Ｅ）介于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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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之间（图 １），平均海拔在 ４５００ ｍ 以上，年平均气温在⁃５．６—７．８ ℃之间，年平均降水量为 ２６２．２—７７２．８ ｍｍ，
年日照时数为 ２３００—２９００ ｈ，属青藏高原气候系统，为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主要保护对象为高寒湿地生态

系统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栖息地［１６］。 长江源园区总面积为 ９．０３ 万 ｋｍ２，包括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索加⁃曲麻河保护分区，涉及治多县索加乡、扎河乡和曲麻莱县曲麻河乡、叶格

乡，园区内各乡镇以传统的畜牧业为主，人均收入水平低，生产方式落后［１６］。 截止 ２０１７ 年底，长江源区内共

有 ７１３２ 户 ２．１６ 万人，牲畜存栏 ３１．９６ 万头［１６］。

图 １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置及访问点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ｓｉｔｅｓ

１．２　 数据收集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的人熊冲突上报数据（２０１４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来源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

局。 受害人将肇事事件上报到地方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后由专人负责前往实地调查、评估，核实无误后形成案

件卷宗，并按年度汇总上报给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卷宗记录了案件上报日期、发生地点、肇事物种、损害类

型、补偿金额以及受害人基本信息。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Ｓｅｍ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对牧户进行调查［９， １９⁃２１］。 提问主要参照预先设计好的调

查问卷，获取信息主要包括：（１）受访者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来源等基本信息；（２）人身财产

受损状况以及牧民对棕熊的态度和认知；（３）过去 １０ 年里牲畜结构、数量以及放牧方式的变化；（４）过去 １０
年里棕熊种群趋势以及肇事频率的变化；（５）防熊措施选择偏好等信息。 为了避免沟通障碍，两名三江源国

家公园巡护员承担汉藏互译工作。
１．３　 数据分析

野生动物肇事案件卷宗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中进行统计分析。 按照上报日期、发生地点、肇事物种、损害类型等

进行分类。 将问卷数据中牧民对棕熊态度的“喜欢”和“不在乎”的记录合并为 １ 组，命名为“积极态度”，赋值

“１”；将“不喜欢”的 １ 组命名为“消极态度”，赋值“０” ［２２］，然后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中使用 χ２检验不同变量对牧民态

度的影响，以 Ｐ＜０．０５ 为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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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人熊冲突特征

２．１．１　 棕熊肇事类型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内共上报 ２９６ 起棕熊肇事案件（２０１４ 年 ３８ 起、
２０１５ 年 ４７ 起、２０１６ 年 ６８ 起、２０１７ 年 １４３ 起），肇事类型分别为入侵房屋（ｎ＝ ２７７， ９３．５８％）、捕食牲畜（ｎ＝ １４，
４．７３％）以及伤人（ｎ＝ ５， １．６９％）。 其中门窗受损在所有上报案件中比重最大（ｎ ＝ １０１， ３４．１２％），其次为日用

品（ｎ＝ ５８， １９．５９％）、家具（ｎ＝ ５３， １７．９１％）、食物（ｎ ＝ ３３， １１．１５％）、墙体（ｎ ＝ ３２， １０．８１％）、牲畜（ｎ ＝ １４， ４．
７３％）以及伤人（ｎ＝ ５， １．６９％）（表 １）。 在访谈中，牧民表示棕熊不仅捕食绵羊和山羊，同时也捕食牛犊，但上

报案件中暂未发现有棕熊捕食牛犊的记录。

表 １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棕熊肇事汇总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ｂｒｏｗｎ ｂｅａｒ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Ｚｏｎｅ ｏｆ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上报案件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入侵房屋
Ｈｏｕｓｅ ｂｒｅａｋ⁃ｉｎｓ

捕食牲畜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ｄｅ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墙体
Ｗａｌｌ

门窗
Ｄｏｏｒｓ ／
Ｗｉｎｄｏｗｓ

家具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食物
Ｆｏｏｄ

日用品
Ｄａｉｌｙ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牛
Ｙａｋ

羊
Ｓｈｅｅｐ

马
Ｈｏｒｓｅ

伤人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ｓ

上 报 案 件 次 数 Ｎｏ． ｏｆ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３２ １０１ ５３ ３３ ５８ ０ １４ ０ ５

上报案件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 ％ １０．８１ ３４．１２ １７．９１ １１．１５ １９．５９ ０ ４．７３ ０ １．６９

２．１．２　 棕熊肇事月份差异

通过分析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棕熊肇事上报案件（ｎ ＝ ２９６），结果显示

１０ 月份是棕熊肇事上报率最高的月份（ｎ＝ １０４， ３５．１４％），其中 ８ 月（ｎ＝ ３１， １０．４７％）和 ９ 月（ｎ＝ ７９， ２６．６９％）
上报率也相对较高，上报率最低的两个月为 ３ 月（ｎ＝ ４， １．３５％）和 １２ 月（ｎ＝ ６， ２．０３％）；访谈结果显示，每年 ７
月份为棕熊肇事的高发期（ｎ＝ ２５， ３５．２１％），其中 ６ 月（ｎ ＝ １３， １８．３１％）和 ８ 月（ｎ ＝ １８， ２５．３５％）也是肇事频

率较高的月份（图 ２）。

图 ２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棕熊肇月份差异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ｗｎ ｂｅａｒ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ｍｏｎ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Ｚｏｎｅ ｏｆ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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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牧民态度和认知

２．２．１　 牧民对棕熊的态度

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表达了对棕熊的态度，其中极少数牧民对棕熊持有好感（ｎ＝ １１， １５．４９％）；相反，大
多数牧民憎恨棕熊（ｎ＝ ３６， ５０．７０％）；也有部分牧民表示不在乎（即态度中立）（ｎ ＝ ２４， ３３．８０％）。 牧民对棕

熊产生好感的主原因是棕熊是保护动物（ｎ＝ ４， ３６．３６％），另外也受藏传佛教的影响（ｎ ＝ ７， ６３．６４％）；牧民反

感棕熊的理由是棕熊是青藏高原上极度危险的动物，给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损失（ｎ ＝ ３１，
８６．１１％），另外棕熊长相十分吓人（ｎ＝ ５， １３．８９％）。

利用 χ２检验各变量不同组别间对牧民态度差异的影响，结果显示性别（ χ２ ＝ ７．３０４， Ｐ ＝ ０．００７）、入侵房屋

经历（χ２ ＝ ８．７６５， Ｐ＝ ０．００３）、牲畜损失经历（χ２ ＝ １０．３７２， Ｐ ＝ ０．００１）三个变量对牧民态度差异的影响显著（表
２）。 年纪较小的受访者对棕熊的态度较年长者更为消极；经历过棕熊肇事的牧民对棕熊的包容度较低，态度

更为消极，没有经历过棕熊肇事的牧民对棕熊的包容度更高，态度更为积极。 受访者对棕熊的态度在性别、受
教育程度、职业以及是否见过棕熊的不同组别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２）。

表 ２　 不同变量的受访者对棕熊态度的差异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ｒｄｅｒ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ｂｒｏｗｎ ｂｅａ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组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χ２ Ｐ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男 Ｍａｌｅ ０．７４７ ０．３８７

女 Ｆｅｍａｌｅ

年龄 Ａｇｅ ＜３５ 岁 Ｙｅａｒｓ ７．３０４ ０．００７

３５—５５ 岁 Ｙｅａｒｓ

＞５５ 岁 Ｙｅａｒｓ

教育程度 Ｅｕｄ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小学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０．５４９ ０．４５９

≥小学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职业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牧民 Ｈｅｒｄｅｒ ３．２２２ ０．０７３

其他 Ｏｔｈｅｒ

牲畜损失经 有 Ｙｅｓ ８．７６５ ０．００３

Ｄｅ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无 Ｎｏ

入侵房屋经历 有 Ｙｅｓ １０．３７２ ０．００１

Ｈｏｕｓｅ ｂｒｅａｋ⁃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无 Ｎｏ

是否见过棕熊 见过 Ｓｅｅｎ ０．００６ ０．９４１

Ｓｅｅｎ ｂｒｏｗｎ ｂｅａｒｓ 未见过 Ｈａｖｅｎ′ｔ ｓｅｅｎ

２．２．２　 棕熊种群变化趋势

大多数牧民（ｎ＝ ５６， ７８．８７％）认为棕熊种群数量在过去 １０ 年里有所增加，也有部分牧民（ ｎ ＝ １１， １５．
４９％）表示不知道，极个别牧民（ｎ ＝ ４， ５．６３％）认为棕熊种群数量在过去 １０ 年里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图
３ａ）。 牧民判定棕熊种群数量增加的主要依据是放牧时发现棕熊痕迹的频率增加（ｎ ＝ ４５， ６３．３８％），如实体、
毛发、脚印、卧迹以及食痕等，也有部分牧民以棕熊入侵房屋（ｎ＝ ２２， ３０．９９％）和捕食牲畜（ｎ＝ ４， ５．６３％）的事

件增多为由来判定棕熊种群数量的增加（图 ３ｂ）。 牧民认为棕熊种群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１９９６ 年我国开

始实行的新枪支政策（ｎ＝ ３８， ５３．５２％），也有部分牧民认为与偷猎减少（ｎ＝ ２６， ３６．６２％）和三江源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的建立（ｎ＝ ７， ９．８６％）有关（图 ３ｃ）。
２．２．３　 防熊措施选择

大部分牧民在防熊措施选择偏好上较为保守，认为修筑水泥墙（ｎ＝ ３８， ５３．５２％）能够有效保护房屋，其次

是电围栏（ｎ＝ １９， ２６．７６％）、刺丝网（ｎ＝ ８， １１．２７％）以及铁丝网（ｎ ＝ ６， ８．４５％；图 ４ａ）；在食物保护方面牧民

认为找人看守是最有效的防护措施（ｎ＝ ４７， ６６．２０％），其次是地窖（ｎ＝ １３， １８．３１％）、铁皮箱（ｎ＝ ７， ９．８６％）以
及牧羊犬（ｎ＝ ４， ５．６３％；图 ４ｂ）；在保护牲畜方面牧民认为强化圈舍是最有效的途径（ｎ ＝ ５９， ８３．１０％），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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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区棕熊种群变化趋势及其判断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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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牧羊犬（ｎ＝ ６， ８．４５％）、布设兽夹（ｎ＝ ４， ５．６３％）以及投毒（ｎ＝ ２， ２．８２％；图 ４ｃ）。

３　 讨论

３．１　 人熊冲突特征及其原因

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内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熊冲突问题，尤其在长江源园区［２３］。 棕熊属于杂食性动

物，较食肉动物肇事类型多样［１５， ２３］。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区棕熊肇事类型主要以入侵房屋为主，同时也捕

食少量牲畜，以绵羊和山羊为主。 当地多数牧民能容忍棕熊及其他野生食肉动物捕食自由放养的牲畜，但很

难接受棕熊破坏房屋以及伤人。 棕熊入侵房屋很可能与牧民定居点的建立和夏季游牧生活方式有关，无人看

管的房屋给棕熊提供了更多的肇事机会［１５］；棕熊捕食绵羊和山羊极有可能与当地牧民牲畜养殖结构有关，长
江源园区内的海拔及草场特性决定了牧民以养牦牛为主，然而牦牛相比体型较小的绵羊或山羊受到棕熊的威

胁更小，因此长江源园区内棕熊主要捕食对象为绵羊和山羊。
三江源地区棕熊肇事时间与案件上报时间存在一定差异。 棕熊肇事主要发生在在 ４—１０ 月份期间，而案

件上报高峰期则集中在 ８—１０ 月份期间，这可能与棕熊生理特性和当地牧民游牧生活方式有关，通常而言，每
年 １０ 月底或 １１ 月初棕熊开始进入冬眠，第二年的 ３ 月中下旬结束冬眠［１５］，刚结束冬眠的棕熊急需补充能

量，但此时三江源地区气温仍然很低，大多数旱獭还未结束冬眠，棕熊无法捕食到这些啮齿类动物，因此，在结

束冬眠后棕熊会前往牧民定居点及其周围寻找青稞、酥油、面粉、牛肉之类的高能量食物充饥，在搜寻食物过

程中棕熊不仅破坏房屋结构，也损坏大量生活用品，如橱柜、被褥、茶壶以及牛皮包等；每年 ４ 月中旬，牧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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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区牧民防熊措施选择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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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陆续从冬季草场转移到夏季草场，在此期间残留着酥油味道的房屋无人看管，因此吸引着棕熊前往寻找食

物，有些棕熊甚至在房屋里过夜，由于少数牧民会不定期从夏季草场回到冬季草场检查房屋及其家具是否受

损，因此增加了棕熊致人伤亡的风险，到了 １０ 月份左右，牧民开始从夏季草场转回冬季草场，多数牧民会在这

时把房屋受损情况上报给政府，因此，１０ 月份成为了全年棕熊肇事上报案件最多的月份。
在问卷结果中发现，年纪较小和经历过棕熊肇事的受访者对棕熊的态度更为消极，消极的态度不利于棕

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重点加强对这部分人群的教育，积极鼓励他们参与到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当中，如
加入国家公园生态巡护大队，以此提升其保护意识和对野生动物肇事的容忍度。 另外，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

制也是提升牧民对棕熊肇事容忍度的一种有效方式，补偿机制不仅可以提高人们对肇事动物的容忍度，也能

最大限度地减轻野生动物持续肇事所带来的经济损失［２３⁃２５］。 因此，完善的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对野生动

物的保护和民生的改善能起到重要作用［２６］。 目前，三江源地区野生动物肇事补偿金额相对较低，而且索赔要

求复杂，以至于部分受害者放弃上报野生动物肇事事件。 然而，低上报率并不利于野生动物的保护［４， ２６⁃２８］，因
此，野生动物肇事取证效率有待提升、理赔手续有待简化、补偿金额有待提高以及补偿周期有待缩短，这样才

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由于地方居民与动物长期共存，了解动物的历史发展以及影响种群变化的因素，因此他们对于物种种群

变化趋势的认知具有合理性［２２］。 此次访谈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内的棕熊种群

数量在过去 １０ 年里有所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新枪支政策的执行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棕熊种群数量

的增加可能与历年棕熊肇事频率增加有关，但更多可能是与人类和棕熊行为的变化有关：（１）１９９８ 年之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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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源地区的牧民在转场过程中习惯将过冬给养（青稞、酥油、面粉、牛肉等）带走，自定居点修建以后，牧民则

习惯于把过冬给养存储在房屋里，进而棕熊逐渐学会了利用这种易获得且能量较高的食物，并把这种取食行

为教给下一代；（２）牧区范围逐年扩大，牧民活动区域与棕熊栖息地在空间上发生重叠，进而增加了牧民与棕

熊的冲突风险；（３）由于新枪支政策的执行，棕熊认识到人类对它并不构成威胁，所以在掠夺与人类相关的食

物时变得更加大胆；（４）多数牧民的放牧方式相比以前有所改变，由之前的传统放牧方式（整天有人看守）到
半传统放牧方式（一早放出，晚上赶回圈里），进而增加了棕熊捕食牲畜的机会。
３．２　 人熊冲突缓解对策

当地社区和多个非政府组织机构曾在三江源地区尝试了多种防熊措施，如电围栏、铁丝网、转移食物以及

调整牲畜结构等，但这些措施在实际运用中并没有降低人熊冲突的发生频率，棕熊肇事事件仍持续攀升［２６］。
目前，大多数牧民在防熊措施选择偏好上较为保守，认为水泥墙是保护财产最有效的措施，而客观现实是三江

源地区目前交通不便，水泥墙建造成本较高，大面积推广并不现实。 为了保护棕熊种群、减少牧民的生命财产

损失以及最大程度上保护国家公园内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建议地方政府提升和改善电围栏防控技术，并
组织专人定期对电围栏进行检查和维护［２６， ２９⁃３１］；在人熊冲突热点区域允许牧民合法使用防熊喷雾［３２⁃３３］，为牧

民生命安全提供最后一道保障；在房屋和夏季帐篷里使用铁皮箱存储食物［３４］；选择合适地点建立补饲站，让
棕熊远离居民点［２６， ３５］；积极推动各方利益相关者参与人熊冲突管理过程，建立管理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者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友好关系［１１］。 为了从根本上降低人熊冲突的强度和频次以促进人类与棕熊之间的

共存，建议我国科研人员和管理决策者在以后的研究中加强人类社会发展与棕熊生存之间的关系研究，探索

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棕熊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另外，加强棕熊生态学方面的研究［２６， ３６⁃３７］，从棕熊生

境质量、种群动态、自然食源以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等方面去深入挖掘棕熊肇事的驱动因素［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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